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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特征、 激励错配与政府规制行为扭曲

———来自中国城市拉闸限电的实证分析
袁凯华　 李后建

【摘要】论文基于拉闸限电的政策背景，从理论上提出了激励错配下，官员
特征影响政府规制行为扭曲的内在机理，并借助于相关数据进行检验。研究表
明，拉闸限电并非一般的简单粗暴型行政行为，而是激励错配下，政治官员片
面追求晋升利益的扭曲行为。具体而言，年龄越长、晋升概率越小的官员越倾
向于短视政策，但政治风险承担较低的特性会使此类行为发生的频率降低。本
地官员由于需要回报当地特定的利益集团，往往更倾向于采取这种有偏政策；
但是，较长的任期可以引致官员的理性发展，可以有效降低短视行为发生频率。
以上因素导致政策执行出现区域分化的个体特征，这表明，纠正当前政府扭曲
行为不仅需要提升环境激励，更须侧重官员个体差异。此外，即使考虑到政治
更替的潜在冲击，论文的研究结论依旧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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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尽管凯恩斯学派告诉我们，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适当调控，但是
由于官员作为政府机构的执行代表，裙带关系和腐败行为难以彻底避免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 Ｖｉｓｈｎｙ，１９９４），既得利益集团可能通过操纵官员谋求个人私利
（Ｒａｊａｎ ＆ Ｚｉｎｇａｌｅｓ，２００３），导致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总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而有可能追求个人私利。因此，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既可能是一只“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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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手”，也可能是一只“掠夺之手”（Ｐｏｒｔ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合理约束政府的不当
行为，将会成为维系市场发展的关键所在。而从邓小平１９９２年的南巡讲话到
２０１３年的十八大报告，理顺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议题始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与
发展的主要导向。尽管这一议题引导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深化，但是“强政
府、弱市场”所造成的困境却时常凸现。如２０１０年的节能考核，某些地方政府
为了避免行政问责的尴尬境地而强制性采取了简单的拉闸限电措施。颇具讽刺
意味的是，尽管这一行为带来了诸多争议，但其最终效果却极大地促进了“十
一五环境规划”顺利完成。那么，拉闸限电这一快速激进的运动式治理模式是
否隐藏着规制行为的扭曲？又有哪些因素造成了相同行政体系下地方政府的规
制行为呈现迥然分化？进一步完善当前的经济体系需要怎样的吏治整顿？

事实上，面对这种快速追求数字绩效、甚至不惜扭曲政策初衷的治理模式，
政府治理领域的相关学者较早地做出了回应。立足于“淮河污染” （刘效仁，
２００４）、“食品安全”（刘亚平，２０１１）、“网络色情”（杨志军，２０１５）等周期
性反弹的案例研究，学者们发现常规性政府监管的缺失导致了运动式治理“久
治不愈”、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种种弊端。而为了弥补地方政府规制主体缺失
的研究不足，周雪光（２０１２）则进一步上升到官僚体制角度，试图利用差异化
利益诉求下的失控危险和交易成本进行政府治理研究的内在化剖析。

一方面，不断增多的政治学、社会学文献从整体角度揭示了政府扭曲行为
的激励所在，然而单纯的定性分析不足以把握当前运动式治理的弊端，忽略相
同行政与激励体系框架内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的特点又同样加重了人们理解地方
政府行为逻辑的困惑。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对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的阐释不足，
追逐利益导向的政治官员亦成为政治经济学领域破解治理难题的焦点所在。立
足行政首长更替与经济增长波动（Ｊｏｎｅ ＆ Ｏｌｋｅｎ，２００５）、政治派别与改革政策
的制定（Ｄｒｅｈ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政府官员的任期与公共资本政策（Ｇａｒｃｉａ － Ｖｅｇａ
＆ Ｈｅｒｃｅ，２００５）之间的量化分析，国外文献对于官员特征与政府行为扭曲理论
进行了补充完善；与国外研究类似，国内研究同样聚焦于官员个体特征与经济
增长（张军等，２００７）、违法征地（张莉等，２０１３）、财政支出（王贤彬等，
２０１３）之间的关系。尽管宏观层面的研究对于当前的官员治理作了一定的借鉴，
但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长期被排斥在研究视野外的特点，却间接导致了
有关官员规制市场行为的研究长期处于空白状态。

对比以上研究可以发现，现有文献虽然从不同层面对于政府行为予以一定
的丰富完善，但针对官员激励角度把握政府行为扭曲逻辑所在的文献却相对鲜
见，而微观视角的相对缺失又进一步导致了现有研究难以针对地方政府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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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给予合理解释，亦无法给予当前转型市场经济中的官员治理提供有效参考。
因此，研究官员的行为逻辑必须落实到微观主体层面，但立足于企业个体，针
对地方政府行为扭曲的识别却相当困难。庆幸的是，世界银行２０１２年中国企业
运营制度环境质量调查提供的大量企业样本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
机。利用此次微观调研与地方政府官员匹配后的数据，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
先，和以往单纯批驳运动式治理的定性研究不同，我们立足于晋升诉求视角，
对于这种模式下的政府规制行为扭曲进行了企业层面的量化识别；其次，政府
行为扭曲背后有着深刻的行为逻辑，受制于个体特征与政治晋升之间的关联机
制，不同年龄、任期时间和来源背景的官员在短视政策的形成与实施方面迥然
分化，进一步的政府改革必须将其落实到官员个体的激励层面；最后，即使考
虑到企业所有制差异、官员更替等外部冲击因素，官企微观特性影响政府行为
逻辑的机理依旧显著成立。

相对以往文献，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拓展。首先，本文尝试立足微
观个体的激励角度，提出导致政府“援助到攫取”行为扭曲的逻辑所在。在这
种逻辑中，我们立足于个体微观视角，强调中国解决政府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
问题的独特方式，丰富了我们对政府规制短视行为的理解。其次，我们坚信中
国政府攫取行为的背后定有与之相对应的强大的激励扭曲和导致这些激励扭曲
的制度安排。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政府攫取市场背后的激励扭曲会有很多本
土的特色，与西方世界标准的理论解释会很不相同，我们必须寻找具有中国特
色导致不当行为的制度安排，并提供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以缓解市场化进程中
的官员治理问题。最后，我们利用Ｈｅｃｋｍａｎ纠偏模型，系统验证了政府规制并
非单一的“攫取”或者“援助”行为，而是基于现行激励体系下的，根据官员
个体与企业特性做出的策略选择行为，并对当前的扭曲行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
建议，为市场化转型下地方政府改革与官员治理提供了有效参考。

在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作如下安排：第二部分为政府扭曲行为机理的提
出，通过对地方政府拉闸限电事件以及官员治理的相关文献回顾，提出这一短
视行为的内在关联；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说明本文的数据来源、样本选择以
及实证研究中各变量的定义；第四部分是针对研究假说的实证分析；最后是本
文的结论与政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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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拉闸限电行为的决策机理

（一）拉闸限电行为事件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堪称“增长的奇迹”。目
前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市场维护型财政联邦主义和政治晋升锦标赛理论给
出了一定的经济学解释。然而，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背后，发达国家上百年
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问题，却在中国短短３０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根据国
家环境规划院的估算，中国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间环境退化成本的增速已达１３ ７％，
远超经济增长速度。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强调环境保
护的重要性，但激励不足下的环境规划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一态势。

正是基于这一背景，中央政府在２００６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首次将能源消
耗降幅２０％、污染总量减排１０％的多个指标列为“十一五”期间的约束性考核
任务，并于２００７年正式出台了《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明确表示将
约束性考核指标作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晋升
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这一政策的出台不仅表
明了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方面更为强烈的决心，更从体制方面弥补了地方官员在
环境投入任务方面约束不足的缺陷，对于扭转以往唯ＧＤＰ是瞻而置环保于不顾
的晋升行为具有重大意义。

但令人遗憾的是，首次试水的约束性考核任务并未带来长期有效的减排。
相关数据显示，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我国单位能耗ＧＤＰ虽然实现了１４ ３８％的减幅，
但距离整体目标的完成却有５ ７％的差距。而在２０１０年第一季度单位能耗不降
反升３ ２％的现象，意味着约束性考核任务的完成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为了加快
节能减排进度，工信部于当年８月份先后下达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
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０〕７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０〕１２号）和《关于
下达２０１０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的通知》 （工信部产业〔２０１０〕
２５１号）多个命令，以冀望于各地政府能够快速转变发展模式，加快节能目标
的完成进度。然而，面对着这次自上而下的市场规制，为了避免行政问责的尴
尬境地，节能压力较大的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多个省份却借此之机，强
行对区域内的多个行业实行限电措施，以期降低能耗数据。

尽管这一行为带来了诸多争议，但其最终效果却极大地促进了“十一五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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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规划”顺利完成。那么，地方政府的“暴力干预”究竟有效地“援助”了节
能活动还是无情地“攫取”了社会利益？为何拉闸限电在各个地区呈现出显著
分化？哪些因素导致了这一执行策略的迥然差异？对于这些问题，现有文献似
乎涉及甚少。因此，我们有必要针对当前政府行为的特点及其行动逻辑进行激
励层面的分析，以期为进一步的政府改革提供参考。

（二）拉闸限电行为机理的提出

长期以来，对于政府行为的研究仅仅将其看作一个抽象的“黑箱”，但作为
官员集合的代表，政府行为的特征其实是实体官员动机的重要体现（钱先航等，
２０１１）。如果政府对市场干预是切实存在的，而官员作为政府的个体代表，我们
就有理由相信不同的官员动机影响下政府干预市场化进程的程度将会有所差异，
并最终反映在政策执行力度上，探讨政府的行为逻辑必须落脚于个体的激励
体系。
１ ． 激励错配下的行为扭曲
经典激励理论认为，激励体系的设计需要遵循有效信息和激励强度原则

（Ｍｅｙｅｒ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２），违背这一原则将会导致激励目标的偏离与意想不到的后
果。而当前地方政府扭曲性的拉闸限电，很大程度上在于当前激励错配所致。
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中央政府早在改革之初便以“黑猫白猫”理论释放
了强烈的增长信号，而威权治理体系下的上层偏好无疑深刻影响到了“选贤任
能”的考核方向。过于强调增长的激励虽然极大地刺激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
动机，却也加剧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周黎安，２００７）①。地方官员仅需满足
上级任务而无须向下面民众负责，存在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大限度换取增长
的激励，导致了ＧＤＰ导向替代居民偏好、经济增长替代社会发展的畸形模式，
从而也造就了“染色的中国奇迹”（聂辉华、李金波，２００７）。面对日益严重的
环境成本，中央政府在“十一五”期间被迫改变了侧重ＧＤＰ的激励考核方式，
转为ＧＤＰ晋升与约束达标两种并存的模式（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然而，晋升中
的减排激励难以撼动ＧＤＰ导向的发展模式。环保事业的投资虽然可以显著改善
区域环境，但与基础设施投资带来的财税收益与晋升利益相比差距甚远，官员
的减排积极性依然难以提升（Ｗ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因此，如果当前的约束性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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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虽然陶然等（２０１０）利用近乎同样的样本，对ＧＤＰ晋升理论提出了质疑，但其对晋
升定义的改变是导致结论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并且，后续的文献大多支持周黎安（２００７）
的理论，即使陶然亦未能全面否定ＧＤＰ对于晋升的作用，ＧＤＰ仍是晋升考核的重要环节。感
谢专栏责编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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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从根本上提升官员的减排动力，那么地方官员长期追逐产出最大、短期
（考核年份）过激减排的扭曲行为就难以避免，而增长激励导向下的官员短视问
题将会再次显现（袁凯华等，２０１４）。

事实上，拉闸限电的直接起因在于约束性考核下的节能压力，而中国能耗
的顽疾根源在于高耗能的制造业比重过大（齐志新等，２００７）。因此，肩负节能
重任的地方政府势必将规制重点放于制造业。但是，根据科尔奈（Ｊａｎｏｓ Ｋｏｒｎａｉ）
（Ｋｏｒｎａｉ，１９８０：２７２ － ２７４）所提出的“政府父爱主义”论，长期承担着战略性
与社会性政策负担的国有企业，在政策制定时往往成为政府优先照顾的对象
（林毅夫、李志

"

，２００４）。而先天劣势的民营企业不仅长期面临着信贷约束等
市场失灵问题，同时还承受着各种政策性执行的歧视和隐性税负（王永钦，
２００９）。因此，本文认为地方政府虽然会依靠拉闸限电以降低能源消耗，但这种
政策执行仅仅对于国有企业是无偏的。

Ｈ１ａ：制造业企业虽然容易遭受拉闸限电，但受激励错配的影响，这一特征
在私营企业层面并不成立。

尽管所有制歧视与中国早期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比较契合，但随着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转轨，所有制经济日渐多元化，周黎安（２００７）发现
民营企业亦可成为“预算软约束”的市场主体。预算软约束的不断蔓延，实质
上反映了地方政府利用控股企业刺激经济增长、谋取晋升的动机不断强化，增
长激励而非所有制差异成为政策歧视的首要原因。因此，成为官员谋取晋升工
具的企业，自然受到更多的政策倾斜。由此，本文认为：

Ｈ１ｂ：政治关联越高的企业，遭受拉闸限电的可能性越低。
然而，政企关联同样有可能带来了政治资源型诅咒。一方面，企业政治关

联的存在缓解了市场竞争对于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导致企业过度依赖政治资
源而坐享其成、缺乏提高生产效率的积极性，致使关联企业的创新滞后（袁建
国等，２０１５）；另一方面，如果政府的资源分配权很大，企业提升和维护产品品
质优势较为困难时，更多的企业将热衷于寻求政治庇护、盲目聘请政治关联人
员，带来了大量的资源冗余与无谓损失（刘慧龙等，２０１０）。因此，政治关联虽
然给予了企业一定的资源特权，却也加重了资源配置的冗余程度，使得关联企
业的运行效率相对低下。据此不难判断，迫于当前的问责压力，地方政府存在
着遵循中央节能减排政策的动机。而在真正落实过程中，政企关联型企业虽然
效率低下，其晋升工具的特殊属性却使其成功躲过节能压力；但由于减排目标
既定，节能之手只能伸向产能较高、政企关联较低的优势企业，使得淘汰落后
产能政策片面的扭曲为地方政府保护关联企业、不断攫取市场的短视行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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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认为：
Ｈ１ｃ：生产率越高的企业，面临着越高的拉闸限电可能。
２ ． 个体差异下的行为分化

图１　 各个城市遭受限电的企业个数
注：城市名称一律用拼音的大写字母（具体可见第三部分的样本来源说明）。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然而，政府行为不能简单地将其整体化对待，如同２０１０年城市之间限电企
业数量的迥然分化，单纯的政府行为理论显然难以解释同一行政体系下行为差
异的逻辑所在。而立足微观个体的高阶理论（Ｈａｍｂｒｉｃｋ ＆ Ｍａｎｓｏｎ，１９８４）则给
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解决思路，既然企业高管的个体特征可以预测其决策行
为，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影响官员晋升的个体特征同样导致了其政策行为差异。
由此，我们认为政治官员出于晋升激励而做出的规制行为，同样受到其微观特
征的深刻影响。在结合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以下特征可能造就了官员
决策分化的重要动因。

首先，官员队伍年轻化、知识化①一直是中央政府的强烈诉求，而１９８２年
推行的省级干部６５岁退休制度又进一步强化了年龄资本的重要性。研究发现年
龄越小的官员拥有更为广阔的职业前景（乔坤元，２０１３）与更加强烈的晋升激
励（王贤彬、徐现祥，２０１０）。而年龄较大的官员，由于晋升无望，稳妥地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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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样本中的政治官员多为本科学历及以上，而同类属性的个体特征难以成为晋升
角逐上的有效筹码，亦不能解释政治官员差异化决策的原因，故本文不将其列入讨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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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职责并“站好最后一班岗”是其首要选择；因此，在收官之年约束性考核
上，这些官员具有更强的风险规避性，从而更加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地完成达
标任务。但是，在公众意向日益成为中央政府关注的今天（Ｚｈｅｎｇ，２０１４），年
龄较大的地方官员同样不会选择过激的干预策略，以免民怨载道而被中央问责。
由此，本文认为：

Ｈ２ａ：年龄较大的官员倾向于拉闸限电，但不会频繁执行此类短视行为。
其次，拉闸限电并非大龄官员的特有现象，本地官员亦存在着采取此类行

为的动机。如同中国古语，“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本地来源的官员一般需要
得到地方精英（尤其是企业）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往往隐含着给予地方精英回
报的约束合同（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 Ｓｕｍｍｅｒｓ，１９８７），往往容易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从
而产生有悖社会公众利益的生产决策。正如聂辉华与李金波（２００７）的研究发
现，当前国内的环境污染、矿难隐患、食品安全等众多公共难题，往往来自于
政企合谋下的追寻私人利益而不计社会成本的短视行为。由此，不难推断，对
于同样作为中央政策的节能行动，由于地方官员需要长期回报特定的利益集团，
其在考核将至之时的压力更大，从而更加倾向于违背淘汰落后产能的意向，采
取片面的攫取行动。

Ｈ２ｂ：本地户籍的官员更易采取并强力执行拉闸限电政策。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适度的延长任期或许正是根治短视问题的有效“良

剂”。正如对“援助之手”还是“攫取之手”的问题的回答，奥尔森（Ｍａｎｃｕｒ
Ｏｌｓｏｎ）（Ｏｌｓｏｎ，１９９３）巧妙地利用流寇与坐寇的概念，指出了政府角色转变的
重要因素，只有相对稳定的任期才能使得地方政府存在着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
这一原则问题更与中国的治理难题十分契合，由于政治官员需要长期承担发展
模式带来的后果，任期越长的官员越倾向于较低的污染发展模式（于文超、何
勤英，２０１３）。同样，在政府政策目标制定上，新官上升三把火的策略虽然可以
在上升之初彰显自身绩效的差异，但随着任期的延长，盲目的政策冲动带来的
负面教训，使得政府官员在制定政策目标时日趋理性（马亮，２０１３）。而对于约
束性考核，单纯的拉闸限电只能令市场经济受损、影响经济增长绩效，任期较
久的官员更会规避此类攫取行为。由此，本文认为：

Ｈ２ｃ：任期越长的官员，实施拉闸限电政策的概率与频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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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我们使用的企业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２年世界银行关于中国企业营运的制度环境
质量调查。这次共调查了２ ８４８家中国企业，其中国有企业１４８家，非国有企业
２ ７００家。参与调查的城市有２５个，分别为合肥、北京、广州、深圳、佛山、
东莞、石家庄、唐山、郑州、洛阳、武汉、南京、无锡、苏州、南通、沈阳、
大连、济南、青岛、烟台、成都、上海、杭州、宁波、温州。涉及的行业包括
食品、纺织、服装、皮革、木材、造纸、大众媒体等２６个行业。调查的内容包
括控制信息、基本信息、基础设施与服务、销售与供应、竞争程度、生产力、
土地与许可权、创新与科技、犯罪、融资、政企关系、劳动力、商业环境、企
业绩效等。这项调查数据的受试者为总经理、会计师、人力资源经理和其他企
业职员。调查样本根据企业的注册域名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获取，因此调
查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在本研究中，有效样本为２ ６５８个，这是因为我们将
以下样本进行剔除： （１）拒绝回答“２０１０年是否遭受拉闸限电”的企业；
（２）遭遇拉闸限电，却未回答“月均拉闸限电频率”的企业；（３）“开工时间
晚于２０１０年”的企业；（４）拒绝回答“出口外销比例”的企业；（５）拒绝回
答“政府控股比例”的企业；（６）未能对“企业面临的司法环境”做出评价的
企业；（７）“受访者回答态度为不真实”的企业；（８）没有正确回答企业所处
区域人口规模的企业。

而在官员样本的选择上，考虑到当前党政分离的体制改革方向，行政首长
一般主管经济社会发展，党委书记主管党务并统揽全局，本文采用企业所在地
区的市长数据作为官员特征的衡量样本。同时参照李洪彬（Ｈｏｎｇｂｉｎ Ｌｉ）与周黎
安（Ｌｉａｎ Ｚｈｏｕ） （Ｌｉ ＆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的做法，对于２０１０年发生官员更替的城
市，我们将在任半年及以上的官员作为观测样本。并根据人民网、新华网和百
度百科的信息进行手工整理完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地级市年度能耗数据尚
未统一公布，我们主要利用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统计公告和相应的媒体报道
进行手工整理而成。

（二）计量模型和变量定义

由于拉闸限电实施涉及决策形成与政策实施两个层面，为了避免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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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样本选择偏误，本文根据理论假说，利用Ｈｅｃｋｍａｎ模型进行处理。计量回
归模型设计如下：

拉闸限电决策方程为：

Ｐｏｗｅｒｏｕｔ ＝ {１０ 　 　 　 　 　 　 　 　 　 　 　 ｉｆ Ｐｏｗｅｒｏｕｔ ＞ ０Ｉｆ Ｐｏｗｅｒｏｕｔ≤０
（１）

拉闸限电强度方程为：

Ｐｒｅｐｏｗｅｒｏｕｔ ＝
Ｆｒｅｐｏｗｅｒｏｕｔ{． 　 　 　 　 　

ｉｆ Ｐｏｗｅｒｏｕｔ ＞ ０

Ｉｆ Ｐｏｗｅｒｏｕｔ≤０
（２）

其中，Ｐｏｗｅｒｏｕｔ表示企业在２０１０会计年度是否遭受拉闸限电，Ｆｒｅｐｏｗｅｒｏｕｔ
表示企业遭受拉闸限电强度即每月被拉闸限电的次数。具体而言，拉闸限电的
决策方程可以表示为：

Ｐｏｗｅｒｏｕｔｉｊ ＝ α０ ＋ ∑ β ｉＸ ｉｊ ＋ ε ｉｊ （３）
拉闸限电强度方程可以表示为：
Ｆｒｅｐｏｗｅｒｏｕｔｉｊ ＝ α^０ ＋ ∑ β＾ ｉＸ

＾
ｉｊ ＋ γλ ＋ μ ｉｊ （４）

其中，Ｐｏｗｅｒｏｕｔｉｊ表示ｉ城市的企业ｊ在２０１０年是否遭遇拉闸限电的虚拟变
量，Ｆｒｅｐｏｗｅｒｏｕｔｉｊ则表示ｉ城市的企业ｊ在２０１０年遭遇月均拉闸限电的次数；Ｘｉｊ
与Ｘ＾ ｉｊ分别表示影响拉闸限电决策和拉闸限电强度的解释变量，γ为利用方程
（１）中的估计结果求得的逆米尔斯比率，ε ｉｊ和μ ｉｊ分别表示各自方程的扰动项。
由于方程（３）、（４）的属性不同，一般来说若λ ＝ ０，我们可以分别针对方程
（３）、（４）进行Ｐｒｏｂｉｔ和ＯＬＳ估计处理；但是，当λ≠０时，估计方程中存在样
本选择问题，忽略任何一个方程的单独估计都会产生偏向性错误，因此有必要
进行Ｈｅｃｋｍａｎ模型的纠偏处理。但需要说明的是，结果方程中的解释变量必须
是选择方程模型中的真子集，若这一条件不被满足，逆米尔斯比率可能与限电
强度方程中的解释变量高度相关，从而导致统计系数出现标准误过高的偏误；
然而对于那些解释变量仅能作为外生变量进入选择方程，现有文献并未达成统
一意见（陈云松、范晓光，２０１０）。我们认为企业的个体特征仅对政策的目标选
择产生影响，而官员个体特性则贯穿于整个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因此将
企业的微观特征作为外生变量进行处理。

按照上述模型思路，本文将基本的模型扩展如下：
Ｐｏｗｅｒｏｕｔｉｊ ＝ α０ ＋ ∑ β１Ｏｆｆｉｃｅｒｉｊ ＋ ∑ γ ｉ Ｉｎｄｉｊ ＋ ∑ Ｃｉ ＋ ∑ Ｉｉ ＋ ε ｉｊ （５）
Ｆｒｅｐｏｗｅｒｏｕｔｉｊ ＝ α^０ ＋ ∑ β＾ ｉＯｆｆｉｃｅｒｉｊ ＋ ∑ Ｃｉ ＋ ∑ Ｉｉ ＋ γ

＾ λ＾ ＋ μ ｉｊ （６）
除去被解释变量外，本文按照解释变量的从属特性划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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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Ｏｆｆｉｃｅｒ为衡量官员层面影响政策制定及实施的核心变量，依据假说部分
的相关文献，主要引入Ａｇｅ、Ｄｕｔｙ与Ｌｏｃａｌ进行官员个体特征与规制行为扭曲之
间机理分析。

（１）节能压力（Ｓｔｒｅｓｓ），利用各地区截止２００９年年底剩余的“十一五”节
能任务比重进行衡量。由于拉闸限电的直接压力来自于收官之年的节能考核，
因此２００９年的完成力度将对２０１０年的限电决策产生重要影响。而考虑到本文
多数变量均为二元响应变量，完成力度又在０ ～ １之间。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共线
性，我们利用极限逼近的原则，进行１ － ｌｎ （１ ＋ ｘ）的近似变化（其中ｘ为截止
２００９年年底的完成力度）。

（２）官员年龄（Ａｇｅ），利用地区行政首长的年龄衡量。考虑到党员干部年
轻化的要求，我们利用官员年龄考量晋升压力下年龄特征与地方官员行为的差
异影响。

（３）官员任期（Ｄｕｔｙ），利用地区行政首长的在位年限衡量。由于任期意味
着地方官员需要承担并分享地区发展成果的时限，我们用此检验官员任期是否
影响到了官员的政治视角，从而抑制了规制行为的扭曲。

（４）本地户籍（Ｌｏｃａｌ），参照聂辉华与蒋敏杰（２０１１）的做法，利用地区
行政首长是否来自于本地进行衡量。本地晋升的官员具有更强的政企合谋倾向，
从而在政治执行过程中的歧视选择更加明显。藉此，我们选择这一变量考察本
地官员的政策导向是否导致了其短视行为的演变。

（５）上级工作经历（Ｕｐｐｅｒ）。相关研究表明，上一级的任职经历对于官员
晋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张莉等，２０１３）。为了控制这一个体异质性，并结合
本文样本的特点，我们分别利用直辖市首长是否存在中央任职经历或地市级领
导是存在省级或者更高层的工作经历进行衡量。
２ ． Ｉｎｄ为衡量企业层面影响拉闸限电目标选择的解释变量，主要包括利用

Ｇｏｖ、Ｅｘｐｏｒｔ、Ｍａｎｕ、Ｊｕ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与Ｓｃａｌｅ进行拉闸限电目标选择的合理性
研究。

（１）制造业与否（Ｍａｎｕ），利用企业是否归属制造行业衡量。鉴于地方政
府拉闸限电的目的在于降低宏观能耗，我们按照企业的具体门类进行行业大类
的划分，以控制行业类别对于拉闸限电的影响。

（２）生产能力（Ｅｘｐｏｒｔ），利用企业产品的外销比例衡量。考虑到规制市场
的初衷在于淘汰落后产能，那么企业生产能力将会成为限电决策的重要因素。
依据梅里兹（Ｍａｒｃ Ｍｅｌｉｔｚ） （Ｍｅｌｉｔｚ，１９８３）的异质性贸易理论，只有高生产率
的企业才会选择出口。基于这一自我选择效应，我们利用企业出口密度作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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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企业生产率高低的重要标准，以检验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是否得到地方政府
的贯彻落实。

（３）政企关联（Ｇｏｖ），利用企业中的政府持股比例衡量。由于政府控股企
业往往作为其干预经济的特定目标，政企关联日益成为企业获取资源的重要途
径（余明桂、潘红波，２００８），但是这种非契约关系同样带来了政策歧视、损害
了交易效率、阻碍了市场化进程。参照阿迪卡里（Ａｊａｙ Ａｄｈｉｋａｒｉ）等（Ａｄｈｉｋａｒ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衡量政企关联程度的做法，本文利用政府控股程度衡量政企关联
对于拉闸限电决策的影响。

（４）制度环境（Ｊｕｄ），利用企业对于司法系统的公正与否进行地区制度衡
量。监督的缺失往往导致权力的滥用，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诸多变异行为
实质上正是监督缺位所致。因此，控制住地方政府的司法制度差异，有利于我
们进一步捕捉影响政府短视决策行为的因素。

表１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表
变量 变量类型 维度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遭受限电 被解释变量 企业层面 ２ ６５８ ０ ４０６ ０ ４９１ ０ １

限电频数 被解释变量 企业层面 １ ０７８ ０ ２７５ ０ ４４７ ０ １

制造业与否 核心变量 企业层面 ２ ６５８ ０ ６０６ ０ ４８９ ０ １

政企关联 核心变量 企业层面 ２ ６５８ ０ ０６８ ０ ２４０ ０ １

生产能力 核心变量 企业层面 ２ ６５８ ０ ０７０ ０ １３９ ０ ０ ４

制度环境 控制变量 企业层面 ２ ６５８ ２ ６４７ ０ ６８１ １ ４

减排压力 核心变量 城市层面 ２５ ０ ３６４ ０ ０３２ ０ ３０７ ０ ４１２

年龄 核心变量 城市层面 ２５ ５２ ８８０ ３ ９９３ ４５ ６３

任期 核心变量 城市层面 ２５ ４ ３６０ ２ ４９８ １ ９

本地户籍 核心变量 城市层面 ２５ ０ ０８０ ０ ２７７ ０ １

上级工作经历控制变量 城市层面 ２５ ０ ４４０ ０ ５０７ ０ １

企业规模 备择变量 城市层面 ２５ ２ ０８０ ０ ８１２ １ ３

企业区位 备择变量 城市层面 ２５ ２ ０８０ ０ ４００ ２ 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５）企业区位（Ｌｏｃａｔｉｏｎ），利用问卷中企业所处地区的人口规模衡量。其
中，２为大城市，３为中等城市，４为小城市。本文利用企业区位检测企业是否
存在因地理位置原因，而遭受基础设施完善性的电路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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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企业规模（Ｓｃａｌｅ），利用问卷中提供的划分标准，１为小企业，２为中
等企业，３为大企业。本文利用企业规模，试图检测企业是否存在着因规模过
小、基础设施不完善而遭受电路改造型停电的可能。

除此以外，由于不同城市、不同行业之间存在着禀赋差异，本文分别将城
市与行业的个体虚拟变量Ｉ、Ｃ进行引入控制。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连续变量
的部分样本较为离散的特点，在回归过程中，我们对问卷调研的中的连续变量
按上下１０％的比例进行Ｗｉｎｓｏｒｉｚｅ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四、实证分析

基于前文的假说分析，本文的实证部分主要通过政府为转变的识别与影响
拉闸限电决策的个体特征分析、Ｈｅｃｋｍａｎ纠偏处理和稳健性分析四部分完成。

（一）基于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初步验证

１ ． 政府规制行为的转变识别
由于拉闸限电的目的在于规制市场、节能减排。地方政府既有可能遵循中

央政策、通过规制之手淘汰落后产能，又有可能谋寻私利、利用政策干预之际
攫取市场。为了检验这一政策的具体性质，本文首先利用方程（５）进行拉闸限
电的决策选择检验，以判别地方政府的规制行为是否合理，具体结果如上表中
的列（１） － （２）所示。

（１）仅仅利用企业的微观特征与决策选择进行的回归结果显示，地方政府
的扭曲选择已使援助行动发生根本性的颠覆。利用全体样本进行关联分析的列
（１）表明，制造业的属性将会增加０ １８４的边际限电概率。这一结果虽然符合
限电初衷。但是当回归样本变为私营企业时，制造业的统计系数不再显著，表
明政府对待私营企业的规制政策存在着策略性选择，从而印证了地方政府歧视
对待私营企业的假说。

（２）而政企关联的负向边际效应，则昭显了政企关联降低限电概率假说的
合理性。相比与全体样本的－ ０ ２０５的抑制效应，私营企业层面的边际效应则呈
现了近乎０ ８倍的增幅。这一骤然变化不仅说明政企关联可以有助于私营企业
降低断电的概率，同时亦表明地方政府在规制政策执行时始终带有明显的群体
偏好、始终以晋升利益最大化作为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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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基于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拉闸限电决策选择检验
（１） （２） （３） （４）

Ｐｒｏｂｉｔ＿ ｍｆｘ Ｐｒｏｂｉｔ＿ ｍｆｘ Ｐｒｏｂｉｔ＿ ｍｆｘ Ｐｒｏｂｉｔ＿ ｍｆｘ

制造业与否 ０ １８４ ０ ２１３ ０ １７７ ０ ２２４

（０ ０８７） （０ ４３６） （０ ０８７） （０ ４３６）
政企关联 － ０ ２０５ － ０ ３６８ － ０ ２０７ － ０ ３７２

（０ ０５４） （０ ０７５） （０ ０５４） （０ ０７５）
生产能力 ０ １６４ ０ １６４ ０ １５３ ０ １５５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８） （０ ０６７） （０ ０６９）
制度环境 － ０ ０６７ － ０ ０６８ － ０ ０６８ － ０ ０６９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０ ０１４）
减排压力 ３ ０７２ ３ ２８６ ３ ０６５ ３ ２２８

（１ ３２３） （１ ３４５） （１ ３２９） （１ ３５２）
年龄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８ ０ ０３７ ０ ０３９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０ ００６）
任期 －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６１ － ０ ０６２ － ０ ０６１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２３）
本地户籍 ０ １４８ ０ １２６ ０ １４６ ０ １２２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２）
本地户籍与任期 － ０ ０５４ － ０ ０７１ － ０ ０５４ － ０ ０７０

的交互项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４）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４）
上级工作经历 －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３８ － ０ ０３４

（０ １３６） （０ １３７） （０ １３６） （０ １３７）
企业区位 －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２６

（０ ０４４） （０ ０４４）
企业规模 ０ ０１３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１２）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 ６５８ ２ ５２６ ２ ６５８ ２ ５２６

注：括号上方的统计系数为边际效应，括号内的数值为相对应的标准误。、、分别
代表在１０％、５％与１％的水平下显著。以下各表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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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进一步地，利益导向下的规制行为扭曲则在生产能力方面得到了更为
直接的证明。尽管生产能力在两组样本之间的边际效应相同，但是正向显著的
统计系数显示，出口每增加１％反而会自身带来０ １６４的限电可能。这一数值初
步证明了政府规制行为扭曲假说的合理性，即拉闸限电并未选择产能落后的企
业进行重点控制，恰恰相反，生产能力较强、政企关联较弱的企业因为尚未成
为政府控制市场、干预经济、谋取晋升的工具反而成为晋升导向下地方政府转
移减排压力、扭曲规制行为的目标对象。

（４）同时在控制变量上，制度环境的负向边际效应则说明制度弱化地区的
攫取行为更为严重。而在私营企业层面更为显著的统计系数，则和车嘉华
（Ｊｉａｈｕａ Ｃｈｅ）和钱颖一（Ｙｉｎｇｙｉ Ｑｉａｎ） （Ｃｈｅ ＆ Ｑｉａｎ，１９９８）的研究结论类似，
表明有效法治缺失下的民营企业更易成为政府不当行为的掠夺对象，私营企业
的发展更亟需良好的制度环境。

结合以上结果，我们发现和以往单一批驳拉闸限电行为过于强硬执行的研
究不同，本文首次通过量化研究证明了当前的拉闸限电不仅仅具有暴力行政色
彩，更因“增长导向”占优、节能激励相对不足的错配体系而将规制之手伸向
高产能、低关联的行业，从而导致了中央“淘汰落后产能”政策导向的完全逆
转，考核激励缺失下地方政府行为扭曲的机理得到了印证。
２ ． 基于官员个体特征的行为决策分析
其次，在政府行为扭曲验证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进行政策背后的激励分

析，以探寻政府行为的逻辑所在。通过引入地方首长的年龄、任期、本地户籍、
任期与本地户籍的交互项、上级任职经历以及减排压力等特性，我们试图打开
政府行为的“黑箱”。从加入官员个体特性的列（１）与列（２）来看：

（１）减排压力显著为正，且对全体样本以及私企样本分别拥有３ ０６５与
３ ２８０的边际效应，表明节能压力较大的地区有着更强的限电激励，并且存在着
一定的区别对待。不同于先前的环境规划，首次将环境考核纳入行政问责的
“十一五”规划有着更强的约束效用。相较于梅赐琪与刘志林（２０１３）的前慢
后快的节能减排结论，本文进一步发现显然在市场法规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
非常规手段———强制限电亦成为地方政府实现特定目标的重要途径。同样受限
于先天不足的政治劣势，私营企业成为了减排首选。

（２）官员年龄显著为正，且在两组样本之间的边际效应近乎等同，表明年
龄较大的官员有着更强的“避险”倾向。按照通常的退休人员赋予闲职的惯例，
年龄较大的官员虽然濒临政治生涯的尾期，但此类群体仍然面临着一定的政治
激励。然而一旦不幸未能通过约束性考核，行政问责的结果可能使其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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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逐渐化为泡影。因此年长的官员有着短视行为的动机，以试图避免行政问
责的尴尬境地，从而达到自己政治仕途平稳着陆的目的。

（３）本地户籍显著为正，且对全体样本和私企样本分别拥有０ １４８ 与
０ １２６的边际效应，不仅验证了本地晋升户籍的官员更倾向于采用政企合谋的假
说，更进一步表明政企关联对于私营企业躲避攫取之手的重要意义。由于本地
晋升的官员往往离不开当地利益集团的支持，从而拥有着更高的政企合谋概率。
因此，本地官员更加倾向于采用政企合谋的短视行为，但这一合谋代价又往往
为其减排埋下了沉重的伏笔，致使其在考核年份不得不采取过激措施（拉闸限
电）进行应对。另一方面，一旦成为政企合谋的关系网络，参与企业势必享受
更多的政策优待。而与缺少政治关联、承受政策不公的私营企业相比，政企关
联的保护屏障无疑使其遭遇政府攫取的概率明显降低。

（４）官员任期在１％水平下负向显著，并在样本之间的无差异的负向抑制效
应表明，适当的官员任期可以有效地抑制拉闸限电的发生概率。由于任期较长
的官员需要长期为地方经济负责，而政治集权、财政分权的双重体系致使地方
经济成为政治官员的强大晋升动力，政治官员经营地方的经济动机不断增强
（曹正汉、史晋川，２００９），考虑到拉闸限电对于市场交易的不良后果，任期较
长的官员更加倾向于理性的制定发展目标、避免过激的短视行为。

（５）而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控制变量本地户籍与官员任期的交互项①和上
级工作经历表明，官员经历与行为决策之间并无直接关联。一方面，本地户籍
的官员需要长期服务于特定的利益团体，其在政治决策时立场较为明确；另一
方面，下调到地方进行锻炼的官员晋升压力相对较小，带有明显的镀金性质
（杨海生等，２０１０），从而面临着相对较低的节能考核要求。因此，官员个体经
历未能对限电决策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

结合以上个体特征的回归分析，本文在决策形成层面初步验证了个体特征
影响规制行为扭曲的合理性。并且通过两类样本之间的对比，我们发现这种扭
曲效应在私营企业层面的利益导向更为明显，进一步使得拉闸限电的攫取行为
得到了更加有力的支撑。
３ ． 进一步的讨论
考虑到世行调研数据并未对停电原因做出明确区分，如何有效地区分拉闸

限电与电路改造带来的电力短缺，将会成为影响本文发现的关键因素。一般意
义上，电路改造多发生于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的偏远地区或者生产设备较为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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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我们对其采用了去中心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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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小企业，并且作为一个随机事件在城市之间的分布并无显著差异。因此，
我们将企业区位与企业规模因素纳入回归模型，以检验企业区位与企业规模是
否造成了相应的电力短缺。如列（３）到列（４）所示：无论是企业区位或是企
业规模，都未能对限电决策带来显著性的边际影响；而与列（１）到列（２）相
比，其他解释变量亦未发生根本性转变①。由此，我们认为电路改造难以对拉闸
限电在统计意义上形成挑战，规制行为扭曲的结论依旧成立。

综合以上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回归结果，不难判断由于地方政府长期的晋升导向难
以改变，约束性考核虽然给予其一定的问责压力，但是晋升导向下的政府往往
又因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将节能政策进一步扭曲，不断攫取市场。但是，这一政
府决策行为并非简单的干预攫取，往往又因地方首长的个体特征而存在着政策
制定的机理差异，从而使官员个体影响的攫取行为机理得到了部分验证。

（二）基于拉闸限电实施过程的纠偏处理

由于政策干预分为实施与实施强度两个方面，单纯的考虑限电与否而未能
将限电频率纳入分析框架的文献可能面临着误差冲击的影响，致使限电企业与
政治官员的估计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误。但是，如果仅仅利用（６）式观察拉闸限
电样本的实施强度，那么样本自选择偏误又将难以避免。因此，为了规避以上
问题，本文利用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模型进行系统分析。

表３的回归结果显示，逆米尔斯比率在１％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即存
在样本选择问题，我们有必要利用Ｈｅｃｋｍａｎ模型进行纠偏处理，具体结果如列
（１）到列（２）所示。由于Ｈｅｃｋｍａｎ模型的第一阶段利用的是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本文
不再将其回归结果进行呈现、赘述，仅将论述重点放在第二阶段（结果方程）。
利用全体样本与私营企业样本分别回归的列（１）与列（２）显示：

（１）与选择方程的结果近似，节能压力Ｓｔｒｅｓｓ的边际效应虽然有所增加，但
依旧是私营企业层面的统计系数相对较大。一方面，这一结果表明政治官员的
限电对象较为明确，一旦成为限电对象的企业，势必遭受更为强烈的规制力度；
另一方面，两类样本的效应差异，亦展现出节能压力之下的短视官员始终偏好
于攫取私营企业的政治特性。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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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避免计量模型过于庞杂，我们在后文的分析中将以上并不显著的备择变量予以
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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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基于Ｈｅｃｋｍａｎ模型的结果方程
（１） （２）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ｍｆｘ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ｍｆｘ

减排压力 ２ ８５０

（０ ８５６）
３ ０３８

（０ ８８０）

年龄 －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５）

任期 － ０ ０８４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８６

（０ ０１７）

本地户籍 ０ ０７４

（０ ０３５）
０ ０８０

（０ ０３５）

本地户籍与任期的交互项 － ０ ０９１

（０ ０４４）
－ ０ ０９２

（０ ０４４）

上级工作经 － ０ ５２３

（０ ０９７）
－ ０ ５２８

（０ ０９８）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城市效应 控制 控制
逆米尔斯 ０ ２８８

（０ １０３）
０ ３２２

（０ １０４） ．
计数样本 １ ５８０ １ ４９０

未计数样本 １ ０７８ １ ０３６

样本量 ２ ６５８ ２ ５２６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２）在官员年龄上，结果方程中逆转为负的统计系数符合预期，代表着晋
升概率较低的政治官员虽然倾向于采用短视行为进行约束达标，但是频繁的拉
闸限电只会引发更多的民怨，不仅影响了经济增长，更进一步恶化了执政形象。
而伴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普及，公众呼声已悄然成为中央政府了解地方政府、
强化治理难题的重要途径（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过度的拉闸限电势必遭受一定
的舆论压力。由此，追求约束性达标与政治平稳着陆的大龄官员，更加倾向于
“温和型”的限电举措。

（３）在本地户籍上，与选择方程类似，结果方程方面亦呈现出私营企业样
本弱于全体样本的特点。这一特点表明，地方政府不仅在对象选择时展现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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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群体偏好，更在具体执行时，坚定不移地维护特定集团的利益，进一步验
证了地方政府在政企合谋选择对象方面日益多元化的结论。

（４）在官员任期上，结果方程中的统计系数与选择方程中的意义基本一致，
且在两类样本之间并无明显差异，表明较长的任期不仅可以有效地抑制地方政
府的短时选择，同样减少了攫取行为的实施强度。适度的任期避免了地方政府
为了标新立异而盲目采取实施激进政策（马亮，２０１３），需要长期承担发展后果
的代价使其在政策制定与实施时日趋理性。由此，任期的延长使得地方政府在
发展经济时追求更为长远的目标，有效地抑制了拉闸限电等攫取市场政策的制
定与实施。

（５）而与选择方程相较而言，本地户籍与官员任期的交互项和上级工作经
历则呈现出了较为大幅的改变。一方面，两类群体之间近似等同的交互项，表
明任期的延长不仅可以有效规制合谋行为，同时还能消除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
方面的偏好歧视；而同样负向显著的上级工作经历，则与杜兴强等（２０１２）的
发现类似，表明丰富的政治历练更加有助于政治官员科学合理地服务地方发展。

以上结果，表明官员特征影响政府短视行为的机理在纠偏处理后得到了更
为充实的支撑。这一结果使我们进一步坚信，追逐晋升导向的政治官员在政策
制定、实施时始终围绕着晋升利益进行抉择，难以撼动的ＧＤＰ导向激励体系使
得私人利益与社会公众利益之间无法调和、攫取行为无法在根本上得以扭转。

（四）稳健性分析

鉴于拉闸限电的直接动机在于规避考核任务失败下的问责风险，但行政问
责的主要依据是地区发展的相关负责人员。考虑到人事变动下节能责任无法界
定的隐忧，２０１０年出现行政首长更替的地区可能面临着较小的约束性考核压力，
从而使得拉闸限电的可能性较低、政治官员的某些行为逻辑无法得到充分考量。
因此，本文将此类样本①予以剔除，按照全体样本和民营企业样本的划分，进行
Ｈｅｃｋｍａｎ模型的再次检验。剔除官员更替样本后的回归结果显示：（１）企业微
观特性方面，节能激励缺失下地方政府逆转中央政策导向、利用规制之手攫取
市场的结论仍然无法撼动，并且民营企业受到攫取程度更为明显的结论依旧显
著；（２）官员微观特征方面，年龄、任期及是否本地晋升等与政治官员行为特
征关系密切的个体特征，仍旧构成了引发短视政策形成和实施的主要原因。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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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０年发生市长更替的样本为广州、沈阳、深圳；受篇幅所限，此处的回归结果暂
时略去，感兴趣的读者请联系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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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上结果，不难发现即使考虑到官员变动和所有制带来的潜在冲击，本文关
于政治官员个体差异引发规制行为扭曲的机理仍旧稳健。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长期以来，如何强化加快市场转型、避免运动式治理的不良后果一直构成
了我国政府治理的重要议题。然而，单纯的将政府整体作为“黑箱处理”，忽略
官员个体差异所在，使得政府规制市场中行为扭曲的微观机理难以有效把控、
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现象难以合理解释，无法为当前的吏治改革提供有效参考。
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利用２０１２年的世行调研与政治官员匹配后样本数据，
基于Ｈｅｃｋｍａｎ两阶段模型，系统地考量了地方官员扭曲中央政策、片面执行拉
闸限电行为的激励所在。

首先，与以往文献不同，我们首次利用计量手段对运动式治理模式下地方
政府攫取市场的行为进行了量化识别。尽管约束性考核给予了地方政府充分的
减排压力，但难以撼动的ＧＤＰ导向使得地方政府产生了偏离动机。环境激励的
相对不足与增长激励的长期占优导向，致使地方政府非但没有淘汰落后产能、
有效规制市场，反而利用调控之际将节能压力转向高产能、低关联企业，援助
政策彻底扭曲为攫取行动，并且这一行为在制度约束较弱、非国有企业层面更
为明显。然而，这一系列结果虽然初步验证了激励错配下的政府行为扭曲假说，
但其背后却有更多的现实隐忧。根据问卷数据显示，限电企业与非限电企业存
在着１ ９％ 单位的出口密度差异，并且这一差异在１％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毫无疑问，如果继续纵容政府扭曲行为的发生，将会倒逼更多的企业从事
寻求政治关联的非生产活动，致使整个社会生产效率日渐低下、制度质量日益
恶化。因此，规避政府扭曲行为刻不容缓。

其次，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千差万别，简单落脚于宏观层面的政府治理不
仅盲目，更会加重人们理解政府行为的困惑。而在攫取行为验证的基础上，本
文结合当前晋升体系的特点，进行决策行为的深入剖析。研究发现，官员个体
特征对于其决策行为影响迥然分化：年龄较大、晋升概率较低的官员虽然倾向
于拉闸限电，但考虑到频繁限电的不良后果，风险规避较强的官员更加倾向较
弱的实施程度；但是，相比外地晋升的官员，需要回报特定利益集团的本地官
员在政策形成与实施方面面临着更大的有偏倾斜，从而导致了攫取行为更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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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然而，这一行为可以通过适当的延长任期进行规制，由于需要长期承
担并分享地方经济发展成果，力图晋升的官员更加倾向于规避此类短视行为；
同样，丰富的官员历练亦有助于显著地降低短视行为的执行概率。最后，即使
考虑到官员更替的潜在冲击后，晋升激励主导下的官员个体特征影响政府规制
行为扭曲的机理仍未撼动，我们的结论依旧十分稳健。因此，针对当前公共领
域的诸多政府失灵问题，强化政府治理不仅需要宏观层面的约束，更需切实结
合当前的政治官员行为特性，合理引导其不当行为的转变。

（二）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发现，我们认为相比约束性考核的任务压力，难以撼动的增长激
励构成了地方政府违背中央政策的重要诱因，而与晋升利益密切相关的个体特
征同样成为地方政府差异化的根源所在。因此，本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

首先，在政府治理的宏观层面：（１）中央政府需要变革晋升体系、赋予节
能减排以更多的政治或者经济激励，以避免激励错配下的地方政府的扭曲行为；
（２）利用年度考核取代阶段性检查，强化节能减排的长期持续性，以避免政治
官员临时突击，攫取市场的不当行为；（３）加强地区法制建设，完善环境保护、
市场发育方面的立法工作，从法律层面给予违背中央政策、追逐私人利益的官
员以更多的惩罚约束。

其次，完善市场体系需要合理约束政府，但是强化政府治理必须落实到切
实可行的微观层面：（１）破除干部选拔任用中的论资排辈和“铁饭碗”思想，
最大限度地为年轻干部成长拓展空间；（２）鼓励官员异地交流，减少利益集团
的滋生；（３）适当延长官员任期、强化发展责任，传递出“功成不必在我任
期”的信息，籍此改变官员的短视行为；（４）兼顾官员历练、增强综合发展能
力，以从吏治整顿上避免短视政策产生。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尽管，本文基于地方官员微观主体提出了一个考察政府规制行为扭曲的新
视角，冀望为市场化转型中的政府改革提供新的思路，但是，本文的研究仍存
在以下局限之处。

首先，由于区县领导肩负着更多的基层建设任务，其个体特征对政府的决
策影响可能更加鲜明。将基层官员作为分析对象不仅可以扩充研究样本，更能
增强研究结论的详实性。但受限于世界银行对受访者的隐私保护，我们未能获
得研究样本所在区县的详细信息，使得我们的研究样本存在相对过泛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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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鉴于本文采用了“城市—企业”匹配的嵌入样本，可能伴随着一定
的数据质量下降。尽管作者在城市层面数据选取时尽可能的保持了变量客观
（如官员个体特征），但是限于节能压力指标的构造只能借助于“口碑欠佳”的
宏观统计年报（马亮，２０１４），潜在的统计偏误难以避免。因此，如何降低官方
公布的宏观数据使用频数，将会成为进一步增强当下研究科学性的关键环节。

受问卷样本所限，以上两点有待于未来的研究中深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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